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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近代統治理性的形構： 

晚清劉銘傳與日治初期後藤新平土地改革的比較 

  林文凱
 

摘 要 

臺灣史學界針對晚清到日治初期的土地改革事業已有許多討論，但多數研究

並未深究這兩次改革所涉及的國家統治體制之不同性質。本文認為欲考察兩次土

地改革事業對於臺灣土地制度及土地法律近代化的影響，須同時關照其所涉及的

國家統治理性之轉型。本文首先比較晚清清賦與日治初期土地調查的實施過程：

從政策規劃、組織邏輯與調查方式等面向，指出晚清家產官僚制與日治初期科層

官僚制的統治理性，如何分別支撐清賦事業與土地調查事業的各自展開，藉以詳

細說明兩個事業的不同內涵。其次，比較兩個事業的具體成果及其影響：指出清

賦事業完成後，臺灣的土地行政與稅收體制雖有某種程度的統一化，但土地行政

與法律文化仍然維持傳統的樣態，因此國家間接支配社會與人民的傳統統治理性

並無改變；與此相對，土地調查事業完成後，經由臺灣堡圖、土地臺帳與土地登

記制度等土地行政制度的建構，以及臺灣舊慣調查、慣習研究會等新的法律知識

體系與組織的創設，臺灣社會不僅土地法律文化得以近代化、人民的土地所有權

獲得有效的保障，且確立國家直接支配社會與人民的近代統治理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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